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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蔡 昉*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正在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 4. 0 的崭新挑战。

以往的历次工业革命和不同版本的全球化，无疑都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但是，

回顾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同时带来了世界经济趋异、国内发展不平衡、

收入不平等乃至贫困等痼疾。从经济思想史来看，以存在着 “涓流效应”为假设的两种经

济学传统观念，即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更是源远流长，产生的误导及其后果挥之不去。

把经济史的回顾与经济学反思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 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

到所有领域，由此导致均衡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既然

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之基和理念之源，正确应对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更

高版本全球化，亟待破除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政策制定中的唯教义

论以及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一成不变论。

关 键 词 第四次工业革命 全球化 4. 0 涓流经济学 渗透经济学

一 引言

在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既呈现出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的

特点，又常常以革命性的方式集中爆发。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得到人

们的普遍认同，也从来就是学界和政策圈关注的热点话题。认识技术进步的渐进性和

革命性，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大小从而预测经济发展前景的

依据。

作为一种非主流思想流派的代表，罗伯特·戈登 ( Ｒobert Gordon) 在其一本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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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以令人惊讶的史料和故事指出，就技术变革而言，1870 － 1970 年期间是一个独

特的世纪，电力、内燃发动机、室内给水和排水设施等的发明和应用，对于提高人类

生活质量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与之相比，在那之后发生的技术进步都是渐进性的。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就是不可避免的 ( 罗伯特·戈登，2018) 。

一种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则着力于揭示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例如，克劳斯·

施瓦布 ( Klaus Schwab) 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各种特征，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

临。施瓦布总结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使用把人类引领进

机械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表现为电力和生产线出现导致规模化生产，第三次工业革

命即为半导体、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催生的计算机革命或数字革命。

按照一致性的定义，正在发生的这次技术变革必然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特点

是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 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

本日益低廉;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 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的方面①。人们大多认

同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革命到来的结论，同时也普遍观察到这一轮科技革命所具有

的新特点从而更大的挑战。

首先，从自然科学家到各个领域学者乃至决策者，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特点便是当

前技术突破的速度前所未有。摩尔定律、库兹韦尔奇点等理念，就不过是把人们在现

实中的体验加以提炼，进而做出的大胆科学预测。

其次，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打破了以往经济活动中的边际成本

递增或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意味着我们除了必须为进入里夫金式的零边际成本社会

做好准备之外，还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酬递增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

选委员会因其把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把 2018 年度该奖颁授给保罗·罗

默 ( Paul Ｒomer) ，无疑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新的科技革命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第三，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到所有国家、地区、

产业和经营主体，其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然而然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会所有群体。

美国经济学家奥特等发现，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有利于巨星级企业发展，使其在相

应的行业中占据更高的产品市场集中度。又由于这类企业具有盈利水平高、劳动成本

份额低的特点，随着巨星级企业在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

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降低 ( Autor et al.，2017) 。这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

潜在地具有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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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先后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概括请见克劳斯·施瓦布 ( 2016) 第 1 章。



最后，无论是从历史规律还是从现实逻辑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可避免伴随着全

球化 4. 0 ( Schwab，2018) 。而此前无论哪个全球化版本都存在着诸多未经解答的疑虑。

例如，全球化本质上是否可以使所有主动参与或被动介入的国家均等获益; 即便对于

从全球化获益的国家来说，是否每个社会群体及至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每一个新版

全球化必然比此前版本的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或分享性吗，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在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面临着紧迫的转变思维

方式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学对此存在着旷日持久的谬误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学家，

我并不打算以颠覆性的态度笼而统之批评经济学本身。这里所说的 “谬误”实际上来

自两种经济学传统，可以分别称之为 “涓流经济学” ( trickle-down economics) 和 “渗

透经济学” ( penetration economics) 。不过，既然两种经济学思维和结论都是基于传统

经济理论及其逻辑结论，即经济理论在解释技术革命或技术进步时，往往预设或无条

件夸大其可能的“溢出”效应，由此形成认识上的谬误，并且误导政治家和决策者，

所以，在澄清这两种经济学谬误的同时，一般经济学也不可避免 “躺着中枪”。

事实上，经济思想演进方式本身也好，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的研究范

式也好，都包含并反映出造成溢出经济学痼疾的基因。为什么经济学家面对技术进步

或经济增长并未产生预期的 “溢出”效应，却不愿意修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呢? 正如

人们发现完全市场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并不尝试修

正这些假设，最后只好以某种新建的经济学门类去专门研究不做这样假设的情形。如

果这里有着更加深层的方法论缺陷，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追溯到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

学之争上面去。

本文的意图在于提醒经济学家尝试以崭新的思维认识新技术革命。我们将首先对

人们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技术进步做一个极简的回顾，既强调本文所讨论问题的

针对性，也从中寻找帮助提高我们认识能力的思想渊源。其次，我们尝试从理论和经

验的角度，分别对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两种思维定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后，作

者将对本文进行简要总结，尝试对冥顽不化的传统经济学范式进行探究，同时提出一

些初步的政策建议。

二 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简史

虽然人类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技术的应用和改进，真正产生对经济增长的

实质性影响，亦即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进步，发生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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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然而，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技术进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从一

开始就表明，蛋糕做大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

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

活状态的恶化: 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

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研究表明，在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即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多半个世纪

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善。例如，经济史学家把失业状况、

家庭抚养系数和城市化成本考虑在内之后发现，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提

高不到 15% ( Feinstein，1998) 。以 70 年时间计算的话，这意味着年平均提高幅度不到

0. 2%。这样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马尔萨斯虽然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却得出生产的算

术级数增长难以满足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最终人类不可避免陷入贫困、饥馑乃至战

争和灾难的结论，并且奠定了经济社会思潮乃至学术研究中的悲观主义认识论基础。

虽然梅纳德·凯恩斯对马尔萨斯崇拜不已，他本人却是一个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

乐观主义者，坚信科学和复利具有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1930 年，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

条之际，凯恩斯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其中虽然承认诸多成长中烦恼的存在，例如技术

进步的速度过快，以致难以一下子吸纳过剩的劳动力，但是仍然大胆地对子孙后代面对

的经济可能性做出了乐观的预测———100 年之后生活水平再提高 8 倍 ( Keynes，1930) 。

凯恩斯能够对未来经济前景保持乐观，来自他把那个时代及以后的技术进步和资

本积累的速度，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漫漫长夜进行比较。撇开具体的数字来说，他所做

出的预测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问题，就其性质

而言也是正确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战性，以致很多后世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

其解。

其一，虽然他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的之间的划分不尽准

确，关于两种目的内容的解释也有些语焉不详，但是，他终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

人从未如此明确提出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人类的生存目

的何在。

其二，虽然他跨越了从一种类型的工作到另一种类型的工作之间转换这样更为现

实的问题，一下子提出从工作状态转入闲暇状态这样更为终极的问题，颇显有些突兀，

但是，他在当时已经在暗示革命性的理念———工作与收入之间是可以脱钩的。这再一

次提出了重大的经济学挑战，即支配人类行为和活动的经济动机最终将何去何从。

亚当·斯密把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与他本人所倡导的分工结合起来，实际上为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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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理论奠定了报酬递增的认识基础。同时，斯密也将其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形

成一致性的解释体系 ( Kibritcioglu，2002) 。这样，斯密的理论本身也就为我们面临的

问题埋下一个伏笔。

由于机器的采用和分工发展，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者技能日益变得过

于专业化、简单化从而单一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反而变得更加脆弱，就业岗位变得

愈加不安全。在技术革命乃至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这种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更加

容易受到巨大的冲击。此外，复杂的技术创造与简单的工作操作之间的不对称，也使

劳动者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在要素报酬分配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

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发现，技术进步并没有做到在任何时期、使所有国家以

及国内所有群体均等获益，即便在技术变革速度异常迅速的当今也仍然如此。困惑于

科技变革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中的这种效应的非均衡特征，有些经济学家试图

把不同时期的科技变革从性质上加以区分，认为技术进步在此一轮与彼一轮之间，可

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分享性。例如，泰勒·考恩 ( Tyler Cowen) 提出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说，

认为 21 世纪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获取公共资源用于投资在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

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无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 ( Cowen，2011) 。

尽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能自动惠及所有国家和

所有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技术进步也不能自动渗透到所有的国家、所

有的部门和所有的生产要素上面。一个广为传播的轶事或多或少就说明了这一点。

据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担任亚洲某发展中国家政府顾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在考察一个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工人们挥舞

着铁锹而不是驾驶推土机、拖拉机等重型设备进行施工。对于他的疑惑，本地官员回

答说这个建设项目是一项 “就业计划”。由于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天经地义，而且提高

生产率的手段本该唾手可得，这位经济学大师做出了堪称经典的讽喻性回应: 那么，

为什么不让工人用勺子来干活 ( 马丁·福特，2015) 。

尽管经济学家始终关注着技术变革的经济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但是，充其量只能

说人们对这个课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而远远谈不上已经破题。2017 年，模仿马

丁·路德在 500 年前的做法，一篇由 60 多位经济学家签名的 《经济学改革 33 条论纲》

被钉在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门上。其中第 21 条承认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不均衡性，由此

提出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创新并非外生于经济，而是经济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如

果能够把创新看作是在不断演进和非均衡的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是由市场设计所塑造

的，以及因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间的互动而形成，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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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力便可以得到提升①。

事实上，并非只有经济学家们关心技术变革及其后果。早在 1964 年，一个包括诺

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 ( Gunnar Myrdal) 在内的、包括各个领域人士的 26

人专门委员会，撰写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公开备忘录，报告题目为 《三重革命》。这份

报告不仅对于经济学传统分析手段的批判比前述 《论纲》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诸多

判断和认识上颇有先见之明。例如，该报告指出，以自动化控制革命为标志，一个生

产的新时代开始了。这场革命以既往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无以比拟的速度发生，

表现为计算机和自动化自控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个几乎没有极限的产能体系，并日益

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 Ad Hoc Committee，1964) 。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当时就指出了，由于机器从人那里接管生产，后者越来

越需要依靠最低限的政府保障。而这种思想已经演变为如今广为试验的所谓 “无条件

基本收入” (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项目与各国普遍实施的碎片化社会保障项目

的大拼盘相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首先，这个项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称所示，包含 “无条件”即涵盖无论贫富的所有

人、“基本”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为限，以及 “收入”即直接给予现金这些

要素，是对社会保险理论和实践的理念革命。

其次，这个项目的针对性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趋势下应对技术性失业。技

术性失业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现象，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但是，神经科学与大数

据、互联网的交融结合，使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机器人将不仅替代简

单重复性劳动，也将替代各种复杂智力型工作。

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需要革命性应对方案。虽然尚未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和广泛实

践的事物，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并在一些国家着手试

验。鉴于这个理念和设计旨在破解传统方案的缺陷，许多人认为它不仅是这一次前所

未有的技术性失业现象的应对办法，而且包含了消除贫困、颠覆工作理念和重塑世界

的崭新思维和终极方案 ( Lowrey，2018) 。

如果认同未来机器人终究要摧毁相当大比例的就业岗位②，因而现行的各种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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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详 见 http: / /www. newweather. org /2017 /12 /12 / the-new-reformation-33-theses-for-an-economics-
reformation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导致的自动化，预计在 2030 年造

成占全球总数 3% ～14% ( 7500 万到 3. 75 亿) 的劳动力改变工作。这个转变的力度丝毫不

亚于历史上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转移。参见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2017) 。



险项目，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都无力对此结果做出托底的保障，

无条件基本收入似乎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足够紧迫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与机器人的竞争还是要靠人力资本的提

升，包括不断掌握新技能，以及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然而，对于一个每日需

要挣扎生存的劳动者来说，是没有时间和能力与时俱进改善人力资本的，而一旦丢掉

了工作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赖以转岗。因此，在工作的时候便能得到一个额外的基

本收入，就为劳动者留出余地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三 涓流经济学批判

美国社会舆论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夺走了工作岗位的说法，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则是这样一个立论，新兴经济体以廉价的生产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通过贸易

和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在这方面，不乏研究者提供证据，把岗位

流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重新布局后的贸易格局，进而直接把矛头指向中

国等新兴经济体①。

与此同时，也不乏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岗位流失，并不仅仅

是全球范围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其实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岗位流失，在

于自动化过程中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在这方面，有研究表明了自动化以及相应的

生产率提高，是岗位流失更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位 TED 演讲者指出，2000 － 2010 年

期间美国 570 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87% 是由于应用自动化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

高所造成的 ( Picado，2017) 。

于是，在对美国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 “贸易主因说”和 “技术

主因说”的对立或者关于两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争论，而且两种假说都得到了实证经

验的检验。例如，福特等人的研究，针对 “中国冲击”的片面论调，发现对于美国制

造业岗位的流失，贸易 ( 外国竞争) 因素和技术 ( 自动化) 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承认难以准确估计出两者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 ( Fort et al.，2018) 。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被迫采用自动化技术，使

企业在得以生存的同时，却大幅度减少了雇用人员。可见，贸易因素与技术因素两者

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区分开来。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引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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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方面影响最广的如 Autor et al. ( 2016) 。



解决企业竞争力不足问题的技术总是可得的，即使竞争不是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

内的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企业。这意味着，贸易和技术因素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独立

事件，而是在相互促进和协同作用中达到某种效果，无论是好是坏。

从历史的观点看，贸易和技术这两个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

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

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把工资停滞和岗位流失归结为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进步这种 “卢

德情结” ( Luddite mindset) ，如今也扩展至对于贸易、产业转移 ( 外包) 乃至经济全球

化的对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

他们毕竟要捡起这颗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放弃目前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归根结底，这

里讨论的是关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从实

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另

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既然我们面对的可

能情景，其实是根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后果对政治选择或政策抉择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做出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从理论基础上说，已经到了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假设的时候。虽然涓流经济学也

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经济学更是从理论上不遗余力论证，政策制定者从经验上

尝试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

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

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便是让每个

人得到他运用自己的工具所生产的物品。弗里德曼也谈到国家的作用，但是他强调的

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执行产权 ( Friedman，1962 ) 。在理论上坚信这一理念，并

且在政策上予以付诸实施的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 Ｒonald Ｒeagan) ，使其成为 “里

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点。

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

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

关紧要的，而对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 ( 保罗·克鲁格曼，2008) 。克鲁格

曼的逻辑，反过来看也是有效的，即收入分配的结果又会影响政治风向从而政策倾向。

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

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

裂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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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 Thomas Piketty) 以及他的前辈安东尼·阿特金森

( Anthony Atkinson)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杰出研究，都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政府和社会对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①。例如，皮凯

蒂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各国历史数据，发现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率，

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既然这种趋势分别是长期时序数据所揭示的历史轨迹以及跨国

数据所描述的现状，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时间跨度的自然力量都无法遏止，社会干预和

政府政策就无可避免。

四 渗透经济学的谬误

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科学、技术、知识、创意都具有外部性。更为晚近则出现

并流行的新增长理论则更重视这个问题，更贴近地称之为溢出效应 ( spillover effect)

或非竞争性 ( nonrivalry) 。这种性质的表述本身隐含着一个可以得出的推论，即技术变

革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得到渗透，从而可以完全转化为整体的而非局部的经济

增长 ( Langlois ＆ Ｒobertson，2018) 。

实际上，涓流经济学这个概念及其逻辑，已经包含了我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即

存在着一种习以为常的经济学假设，认为技术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传

播，从而可以不断渗透并达及所有部门和企业，最终在整体经济范围内完成预期的革

命性变化。鉴于涓流经济学已经有了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相关的特指含义，所以，

我不揣冒昧地创造另一个概念，并称之为渗透经济学。

斯蒂芬·科恩 ( Stephen Cohen) 和约翰·吉斯曼 ( John Zysman) 合著的 《制造业

依然重要》一书，就是建立在技术渗透假设之上的一部代表作，尝试阐述技术变革渗

透进而引起经济整体变化的机制②。他们认为，由于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性质，技术变

化即使从一个部门或少量几个部门开始，也会蔓延至整个国民经济。并且，他们坚信

这种部门关联十分密切，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制造业内部，而且存在于制造业与服

务业之间。

与此同时，包括这两位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也发现许多与这种假设相抵牾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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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具影响力的两部著作请见 Piketty( 2014) 和 Atkinson( 2015) 。
作者对这种观点的论述和支持证据遍布于全书，但最具代表性的集中表述可以参见 Cohen ＆
Zysman( 1987) 。



象，最典型的表现为所谓的 “生产率悖论”。罗伯特·索洛 ( Ｒobert Solow) 在针对前

述这本书的评论中调侃道: 作者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于技术革命没有导致生产率的

提高，反而使生产率增速减慢这一现象感到尴尬和困惑。进而，索洛教授用一句话揭

示出生产率悖论的含义———计算机无处不在，在统计中却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 ( Solow，

1987) 。

在以多样性著称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而它

们之间是非对称和对等的关系。无论理论逻辑还是经验证据，都并不支持科恩等把产

业关联性扩展为经济关联，进而作为技术变化具有广泛渗透性基础的假设。实际上，

这种关于“超级连接”创造出一个网络化世界的假设，从其理论基因来看，具有典型

的技术工具论的色彩; 从其扩展的社会含义来说，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幻想; 而

从经验角度认识，与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网络运作方式也是不相一致的。

尼尔·弗格森 ( Niall Ferguson) 对社会网络每一个节点的地位从而社会连接性的

非匀质性做出简洁概括 ( Ferguson，2017)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正如网络系

统中每个节点 ( node) 和连接线 ( edge) 并非相等一样，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中的个

体 ( 可以是个人、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者) ，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

造成这种连接性 ( 或穿透性) 差异的因素，分别来自个体差异、社会网络结构以及支

配它们的治理结构。

其实，据说罗默这位强调创意的非竞争性从而外溢效应，长期致力于探寻技术变

革转变为增长路径的诺贝尔奖得主，最近也表达了对阻碍新知识和新洞见的自由流动

政策的深切关注，承认在创意的生产和分配体制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 ( Jing，

2019) 。而这个“空间”可大可小，直至可以大到阻止技术的外溢和渗透。我们可以从

弗格森关于连接性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一步认识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的

穿透性问题，并尝试回答索洛“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

首先，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单个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连接性，从

而技术对其产生的穿透性。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不同以及享受

的政策待遇不同，因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不尽相同的信息获取地位、资源获取权、市场

和技术的进入机会等。实际上，经济学讨论的 “鲍莫尔成本病”讲的就是提供产品或

服务方式的异质性，导致部门之间具有不尽相同的技术渗透性。从此出发，我们至少

可以部分解释统计意义上的 “生产率悖论”。

人们观察到的生产率提高因素通常包括每个劳动者平均使用资本数量的增加、生

产技术的改善、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规模经济。很显然，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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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部门在这五个方面可以做到并驾齐驱。事实上，正如鲍莫尔本人意欲解释的那样，

一般的服务业也好，或者其中更具独特性的表演艺术也好，在这些方面的改善速度以

及可以达到的幅度，显然不可能与制造业相提并论 ( Heilbrun，2011 ) 。过去几十年在

欧美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以及就业增长缓慢几乎全部是发生在不可贸易部门

的现象，背后就是上述原理在发挥作用。

在自动化把劳动者挤出制造业就业岗位之后，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分别面临四种

前景。第一是人力资本得到改善后进入更高技能岗位。这是最为合意的情形，因为生

产率相应得到提高。第二是短期或长期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第三是虽然不情愿但不

得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和第三种状态皆因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全社

会生产率的降低，但不会表现在可计算的生产率指标上面。第四是转移到生产率较低

的部门譬如服务业。这是典型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形。

第四种情形是现实中比较普遍发生的，因而也最值得注意。技术进步的报酬递增

性质越明显，劳动力替代过程中的这种生产率降低的后果就越突出，生产率下降幅度

也就越大。而且，由于劳动者从生产率较高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低部门的同时，

必然伴随着工资率的降低，而低报酬与低生产率之间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以致形成

“生产率悖论”的恶性循环。

例如，人们在观察英国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与多数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在英国有更多的就业者所挣工资水平偏低，这种情况通过产

生对劳动者技能学习的负面激励，以及抑制社会纵向流动，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O’Connor，2017) 。

其次，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

超大型企业的自然垄断倾向被推到极致，它们通过算法和应用程序，一方面把中小企

业排斥在竞争之外，或者使其沦为技术附庸，压制新成长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另一方

面把劳动者的技能进一步简单化，割裂了技术渗透从而社会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联，

最终阻断了全社会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通路。

越来越多的事实还证明，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

还选择性地以隐私泄露、诱导成瘾、数据监控、儿童伤害等形式侵害用户的权利。针

对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人们认为以硅谷为标志的创新企业或者独角兽们 ( 巨星企业)

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为 “监控型资本主义” (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

帮凶。

第三，经济体制和机制可以放大或者抵消上述个体差异的负面效应，政府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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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作为或不作为、做对或做错，对经济关联性和技术穿透性产生巨大影响。也就是

说，政策取向和规制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对技术渗透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政

府应该如何作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问题上，在这里更显突出，依特定的问题和特定

的作用方式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在这方面，保罗·罗默通过一个唾手可得的案例提出问题，被人们称为 “几内亚

悖论”。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的机场附近，年轻学生通常在路灯下学习。他观

察到，这些年轻人都有手机，家里却没有电力供应或付不起电费。产生这个悖论的制

度原因，在于扭曲市场信号的电价制定规则: 过低的电价使电力公司缺乏供电激励，

政府意图改变定价机制 ( 取消或减少补贴) 又遇到利益集团 ( 有较高谈判地位的补贴

电价获益者) ，因而电价始终处于扭曲状态，供电受到抑制 ( 保罗·罗默，2011 ) 。可

见，政府的职责是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实施以补贴为主要方式的产业政策。

五 经济学亟待回应的若干问题

经济史上每一轮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的经验都表明，一方面，已有的技术并不会

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和网格上面都充分渗透，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在技术

导致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在所有群体间的均等分享。流行的经济

学方法论和理论假设，在解释这类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缺口方面颇显捉襟见肘。鉴于人

们普遍观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其经济社会后果方面具有史无前例的颠覆性，经济

学无疑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才能抓住和用好新机遇。

首先，反思长期主导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

济学，是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遭遇失败却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根源。他的观点

可以分别用一个陈述、一个判断和一个例子来解释 ( Friedman，1953 ) 。就经济学的目

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

理且有意义的预测。由此他得出的判断是，实证经济学较之规范经济学，更能够帮助

人们在何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上面取得一致看法。至于实证经济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

征，他举出一个臆造的事例，即树叶出于追逐阳光的动机，通过自己行为的调整，形

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树叶密度，由此得出“假说中的各种矛盾之处皆不重要”的结论。

这种实证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演变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经济理论和政

策放弃价值判断的传统依据，甚至还诱导出经济学研究中的不诚实倾向。有鉴于此，

罗默以“费曼诚信”与“斯蒂格勒信念”作为彼此对立的学术良心信条，批判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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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种恶劣倾向 ( Ｒomer，2015) 。被罗默称为学术生活指南的 “费曼诚信”是指这

样一种科学诚信，在以证据支撑自己观点的同时，同样把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公之于众。

与此对立的“斯蒂格勒信念”则主张，经济学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观点的重要性

和正确性，除非有助于人们接受他的事实，任何其他事实都不重要。

经济史表明，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从未能够自然而然地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技术

渗透，然而，经济学却始终不渝地假设涓流效应的存在。把 “斯蒂格勒信念”与弗里

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做一交互印证，便可以看清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的根本

弊端在于，不遗余力地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却刻意忽略甚至掩盖所有不利于己

的“已经观察到的事实”。

其次，应该以理论圭臬还是现实需要决定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一旦可以排除实证

经济学方法论的误导，我们就需要反思经济学自身，以便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解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化产出的问题，相

应地，经济增长理论则是如何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实现总量扩大的学问。然而，这里

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却遗失了经济增长或者最大化产出和总量扩大的目的本身。

所以，经济学绝非只研究最大化产出和增长，也必须关心分配和分享，规范经济

学提出的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着眼的福利目标，以及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政策选择，

在经济研究中须臾不能或缺。特别是，既然经济史反复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

涓流效应，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远离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影响，而是坚持以人

为中心，从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涓流经济学和渗

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

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然而，面对收入分

配问题和技术渗透问题，分别具有特定的针对性; 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尽相同，因而解决问题的着重点也应有所

差别。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

近年来，面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关

于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的讨论 ( 宁越，2017)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论证逻辑，人们通

常要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来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例如，哈耶克指出，经

济计算所依据的“数据”并非由一个能够据此做出决策的单一大脑所获得，而且也绝

不会如此 ( Hayek，1945) 。既然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一方面，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所

拥有的信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是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需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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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万企业家或其他当事人，在不断试错中才能决定何种知识和信息是有效的，所以，

产生于企业家选择失败的切肤之痛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激励。

然而，经济学家沿着这个方向参与这场争论，却是在走死胡同。面对具有学习能

力的人工智能和无限发展空间的大数据，即使不是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证明，我们

已经不再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无须假设只有在试错

中才能筛选出可供决策使用的正确信息。其实，经济学不该对价值判断遮遮掩掩。当

下提出所谓计划经济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执新技术发展之

牛耳的巨星企业所有者或代理人对于自己在未来社会中控制地位的判断和意图。凯恩

斯有句名言: “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

益群体。”事实上，既得利益一定会早于思想存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产生的是坏的影

响力。

六 结语和政策含义

本文得出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并不存在所谓涓流效应，涓流经济学或者渗

透经济学都只是神话而已。只有与时俱进地在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之间做到最适合的

平衡，才能把新技术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实现包容性发展。

一个值得进一步阐述的问题是，中国经验在这个讨论中的意义，以及这个讨论对中国

的含义。

按照施瓦布的时间划分，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760 － 1840 年期间，第二次工业

革命在 1891 － 1910 年期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 1960 － 1999 年期间，21 世纪以来便开始

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 ( 克劳斯·施瓦布，2016) 。每一次工业革命又分别与特定版本的

全球化相重合或者相交叉。由此可见，中国显然是完全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

命可能提供的赶超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真正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被抓住，则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兴起之后，以及面临着的正在来临的全球化 4. 0，中国已经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

推动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在整体上并不处于科技发展的前沿，由于消除了

阻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制度障碍，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学习技术和管理，中国得以

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赶超速度。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分

工体系，中国也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成比较优势，把人口红利兑现为增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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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在 1978 － 2018 年的 40 年中，中国以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能达到的年均 9. 4% 的速度

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总体来说得到了分享。由于从国情出发，采取了渐进式

的改革开放推进方式，没有造成休克疗法那样对民生的冲击，改革开放本身因具有帕

累托改进性质而获得各个社会群体的支持。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源

泉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既转化为比较优势，支撑了经济增长，

也扩大了就业数量、提高了就业质量，从而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虽然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群体之间都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现象，诸如基尼系数等指标也较

高，但是，这种差距是在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的收入水平同时改善的情况下形成的。

这个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本身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再分配政策也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并不断得到增强。

在总体上科技水平尚未处于前沿位置，因而享有后发优势的条件下，中国在改革

开放时期生产率的提高途径呈现梯度性。第一个层次是由相对前沿的地区、部门和企

业，通过借鉴和吸收国外技术，以较小的赶超代价和创新风险，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

改善生产率; 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劳动者就业扩大、收入改善与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相统一的库兹涅茨过程。这个过程也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人口红利而来的经济增长源泉迅速式微，

诸如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全

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缩小意味着后发优势

的减弱，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引领。传统比较优势终将丧失，参与全球分工亟待培育新的比

较优势。新技术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新版本，为中国实现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

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抓住这个机遇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开放力度。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具有越来越少的

帕累托改进效应的情况下，对面对技术变革脆弱群体的保护，以及增进技术变革对弱

势市场主体的渗透力，特别需要探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之间的新的平衡点。

首先，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依靠具有创造性破坏性质的自主创新的情况下，劳动

力市场具有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趋于减弱，特别是不能充分保护在竞争中处于相对

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群体。因此，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基本公

共服务在内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国家整体科技更加接近前沿水平，许多领域已经处于前沿的条件下，技

术能否渗透到整个经济，是否会产生技术渗透的中梗阻现象，会受到垄断倾向、体制

·71·

蔡 昉: 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障碍和产业政策的影响。这要求政府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应该更加体现竞争中性原

则，加大监管和反垄断力度，使国民经济整体均衡地获益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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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yth of Two Economics:
Embracing the New Technological Ｒ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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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face the fire-new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4th Industrial Ｒevolu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4. 0. Whereas all previous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different versions of globalization have undoubted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growth engine，

they have also brought about economic divergence，regional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and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worldwide and countrywide. Despite that，conventional wisdom insists the

existence of trickle-down effect，which is conceptualized by trickle-down economics and penetration

economics. Ｒelating to bot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echnological change cannot penetrate all sectors to trigger economywide growth，

neither does it lead to equal distribution of its outcomes. Given that economic theories are the basis

of policy-making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ideas，properly tackling the on-go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requires eliminating the misleading of the positive economics

methodology，the doctrinarism in policy-making，and the invariability in co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a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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